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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堤河畔，鲁豫两省交界之处，
坐落着一座依堤傍水、风景如画的小
镇——莘县古城镇。这里历史悠久，文
化底蕴深厚，早在夏商周三代，便是古顾
国的所在地。

历史的长河曾在此留下诸多璀璨
印记。孔子的得意门生仲由，曾在此筑
堤修书，并留下了感人至深的“百里负
米奉亲”的故事，其孝行千古传颂。清
代“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于 1742
年至 1746 年间在此担任县令，为官期
间的种种事迹至今仍为当地百姓津津
乐道。

古城镇内有很多历史遗迹，仲子庙、
舍利寺、秦皇堤遗址无一不默默见证着
岁月的沧桑变迁。然而，在众多古迹之
中，最引人瞩目也最具价值的当数金代
铁钟。这口铁钟铸造年代久远，保存状
况良好，工艺精湛绝伦，形制硕大雄伟，
在聊城乃至山东省范围内都独一无二，
堪称瑰宝。

关于这口金代铁钟的来历与形制，
1935年刊印的《续修范县志》内有明确记
载：“大钟在来钟寺，今移中山园。高九
尺六寸，围十九尺五寸，上部厚八寸，下
部厚二寸四分。承安四年（1199年）六月
初六日铸造。”如今，文物部门凭借先进
的科学技术手段对其进行精准测定，得
出该钟通高 2.9 米，底部直径达 1.77 米，
上部厚度为9厘米，下部则厚7厘米，重
量更是高达4000公斤。不可否认，古今
数据之间存在着些许偏差。毕竟，之前
受制于简陋的测量工具和有限的技术水
平，其测量的精准度远不能与现代相提
并论。

明洪武十三年（1380 年），汹涌的黄
河水冲毁了位于金堤南的范县县城。时
任范县县令张允当机立断，决定将治所
北移二十里，至金堤外的旧兵寨处，也就
是如今的古城。古城内原有一座文殊
寺，不幸毁于战火硝烟之中，唯有那口大
钟留存于世。百姓见大钟孑然伫立，寺
院却已了无踪迹，故而衍生出此钟系自
山西洪洞县广济寺顺黄河漂流而来的传
说。

据传，这铁钟原本悬挂于山西洪洞
大槐树下的广济寺内。清顺治八年
（1651年），洪水肆虐，滔滔洪流之中，大
钟被吊挂钟体的巨型木架稳稳托起，顺

着汾水悠悠而下，而后融
入了奔腾不息的黄河。一
路漂泊辗转，跨越重重险
滩急流，最终奇迹般地抵
达范县。这传说在人们的

口口相传中不
断添枝加叶，使
范县的百姓惊
叹于这铁钟的
非凡来历，深信

这是神意
的 眷 顾 。
最 终 ，大

家怀着无比庄重崇敬的心情募捐建寺，
并将这口意义非凡的大钟郑重地悬挂起
来。这座因钟而建的寺院，也顺理成章
地被命名为“来钟寺”。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和考古发现，这
一传说的真实性受到了质疑。1975 年，
在平整土地时，人们在古钟所在地周围
意外挖出了一些化铁水用的坩埚以及铸
锅用的泥范。仔细观察，泥范上残存的
花纹字迹竟与钟体上的别无二致。由此
可见，这口大钟实则是就地铸造而成，自
铸成之后并未经历过大规模的移动，可
见，传说并不属实。

那么，这样神奇的传说究竟因何而
生呢？经过一番深入细致的探究，我认
为或许与元末明初时期从山西向外的移
民活动有着紧密复杂的联系。

根据史料记载，元末明初，中原一带
的百姓不仅饱受战争的摧残，还频繁遭
遇水、旱、蝗、疫等天灾的侵袭，长期的动
荡不安导致山东地区人口数量急剧减
少。彼时的中原大地，在战乱与天灾的
双重打击下一片萧条，“白骨露于野”“千
里无鸡鸣”，原本肥沃的土地因劳动力的
匮乏而日渐荒芜。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凭借四周
群山环抱、地势险峻的独特地理优势，山
西尤其是晋南地区在元末明初的战乱中
得以独善其身，保持了相对的安宁。那
几年，当地风调雨顺，庄稼连年丰收，百
姓衣食无忧，生活相对安定富足。

朱元璋平定天下后，山东、河南、河
北一带因久经战乱，大多沦为荒无人烟
之地。为恢复农业生机，促进经济繁荣，
以稳固明王朝的统治根基，明洪武年间，
朱元璋果断推行移民政策，多次从山西
的平阳、潞州、泽州、汾州等地，向中原及
周边地区大规模迁民。

据《洪洞县志》等诸多相关史料记
载，当时官府为了有序推进移民工作，
制定了极为严格的移民标准：“四口之
家留一，六口之家留二，八口之家留
三”，其余之人则必须遵循律法，背井离
乡。而且，所有外迁的民众都需前往洪
洞县的广济寺办理迁移手续，领取“凭
照川资”，再在官兵的监护下，从寺前那
棵见证无数悲欢的大槐树下启程，奔赴
未知的远方。

明初移民虽有遣返、军屯、商屯、民
屯等多种形式，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更
多的是依靠招诱与征派等强制手段。

著名史学家吴晗在《朱元璋传》中直
言，明初移民是强权胁迫下的产物，迁令
一出便引发民众强烈不满，官府只得通
过警告、刑罚等手段强制推行。“迁令初
颁，民怨即沸，至于率吁众蹙。惧之以
戒，胁之以劓刑。”寥寥数语，便将移民之
初民众的哀怨愤懑，以及官府的强硬逼
迫刻画得淋漓尽致。

在押运途中，为了杜绝移民逃脱的
情况发生，官兵们采取了极端的手段，用
绳索将移民们逐个牵连捆绑，这使得移
民们的行动受到了极大的限制。由于长
时间处于被捆绑的状态，当他们想要如
厕时，只能无奈地向官兵请求解开手上
的绳索。随着时间的推移，“解手”一词
便逐渐成为了上厕所的代名词。这一说
法的形成，无疑成为那段充满苦难与艰
辛的迁徙历史的生动写照。

不仅如此，由于移民途中的条件异
常艰苦，缺医少药的状况极为普遍。再
加上长途跋涉所带来的极度劳累，以及
各种疾病的频繁侵袭，移民们的生命健
康受到了严重的威胁，死亡率居高不
下。许多原本幸福美满的家庭在这漫漫
迁徙途中被迫离散，亲人们从此天各一
方，难以相见。

此外，明朝统治者出于稳固中央集
权统治的考量，深恐同族聚居会逐渐形
成强大势力，从而对其统治地位构成潜
在威胁。为此，他们特意在移民政策中
制定了一条严苛的规定：“同宗同姓者不
得同迁一地”。这一无情的政令，使得无
数骨肉至亲被迫分离。

相传，曾有兄弟四人面对即将到来
的长久分离，心中满是悲戚与不舍。为
了日后能够相认，无奈之下将家中的铜
香炉砸成四块，兄弟四人各执一块，以
此作为重逢的信物；还有一位母亲咬
破孩子的脚趾，用那深深的伤疤作为
日后相认的暗号。这些令人感动的故
事，饱含着移民们在那段沉重历史中
所承受的无尽痛苦与深深无奈，同时
也淋漓尽致地展现出他们在残酷的命
运面前，对亲情的无比珍视以及执着坚
守。

中国人向来怀有慎终追远的传统
和安土重迁的情怀，寻觅精神家园的
内心渴望，从未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消
弭。

山西洪洞的大槐树，静静矗立在广
济寺旁。寺内曾经的晨钟暮鼓，余韵悠

长。它们不仅是移民们对于祖居之地的
浅淡回忆，更是承载着岁月的沧桑变迁，
化作了人们对故乡和祖先的深切眷恋与
无尽缅怀。

在口口相传的民间传说中，那口铁
钟自山西洪洞县广济寺顺黄河漂泊而
来，一路上，它在湍急的水流中沉沉浮
浮，恰似那些背井离乡的老百姓，在命运
的洪流中历尽艰辛，藏着对故土难以割
舍的牵挂。

可别小瞧这份对故土的眷恋之情，
“山西移来者”的故土情结影响深远。明
朝末年，李自成率领起义军进入山西地
区。部分士兵行经洪洞县大槐树附近
时，竟纷纷下马，虔诚跪拜。李自成察觉
后，拿几个带头违纪的小头目问责。一
番详细审问后才得知，原来这些士兵皆
为“大槐树老鹳窝底下的人”。在那动荡
的岁月里，他们一时的“混乱”之举，实则
是源自内心深处对家乡炽热而真挚的拳
拳深情。李自成了解其中缘由后，被这
份乡情打动，不仅未予治罪，反而特批放
假三天，让将士们得以寻亲访友，重温那
浓浓的乡情，聊解思乡之苦。

时光流转至1911年底，北洋第三镇
协统卢永祥的部队南下镇压山西革命
军，一路上烧杀抢掠，恶行累累。然而，
当他们行至洪洞城外，望见那棵巍峨的
大槐树时，竟突然集体放下手中武器，折
下槐枝当作香火，齐齐下跪参拜，将洪洞
视为自己的“老家”。此后，部队军纪肃
然，不再对当地百姓造成伤害。

这份对故土的情感力量之强大，令
人惊叹。它神奇到足以让军纪严明的队
伍流露柔情，也能让军纪败坏的部队收
敛恶行。正所谓“安土重迁，黎民之性；
骨肉相附，人情所愿也”，这份对故土的
眷恋和对亲情的渴望，是刻在人们骨子
里的天性。

即便时光流转至今日，洪洞大槐树
景区仍是无数移民后裔心中的圣地，吸
引着他们不远万里前来寻根溯源。“问我
祖先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
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鹳窝。”这首传唱
了六个多世纪的民谣，如同一条温暖的
纽带，串联起无数中原儿女对往昔故土
的深沉眷恋，成为镌刻在民族记忆深处
的文化符号。

而钟，作为一种历经岁月沧桑、跨
越时空维度的古老器物，其承载的象征
意义丰富且深邃。“今人不见古时月，今
月曾经照古人”，同理，“今人不闻古时
钟，今钟曾经唤古人。”钟声悠悠，在历
史的长河中回荡，连接着过去与现在。
尤其对于漂泊天涯的游子而言，记忆中
那熟悉的钟声早已成为他们心灵的慰
藉。每当听闻那钟声，就仿佛能与早已
离去的先人对话，能与分隔两地的亲人
相拥。这钟声，跨越了古今的界限，超
越了空间的距离，在他们被乡愁紧紧缠
绕时，成为了内心深处最温暖的港湾。
这也是人们愿意相信“钟从故乡来”的
缘由。

而古城镇的这口铁钟，不仅有故土
传说，更铭刻着家国情怀。

1944年12月，日军发动“12·12大扫
荡”，扑向范县等地抗日根据地。当时日
本军国主义已近穷途末路，国内物资匮
乏，见到大型铁器就想掳去造军用物
资。寿张的日军盯上了来钟寺的大铁
钟，用老牛和木板，好不容易将钟弄上
汽车。当欲运往寿张时，怪事发生了，
汽车发动机轰鸣，却怎么也爬不上并不
高的大堤。日军加挂三头老牛，车才爬
到半坡。此时铁钟晃动，麻绳断开，铁
钟滚回堤脚。日军再次套绳，铁钟却纹
丝不动。

于是，气急败坏的日军打算用手榴
弹炸钟。巨响后浓烟升腾，钟鸣声震数
里。天空中云雾骤起，似有巨龙，接着风
雪交加。迷信的日军以为触怒神灵，仓
皇逃走。之后村民发现钟仅有一爪被炸
损。这口铁钟如同一名坚毅的战士，以
千钧之躯守护着脚下的土地与民族的尊
严，让后人永远铭记那段烽火连天、艰苦
卓绝的抗争岁月。

当地还流传着一则奇事。2002 年，
古城镇政府筹资建钟亭，移钟入亭那天，
大钟刚被吊车吊起，突然涌起遮天大雾，
将吊车和钟亭都笼罩于其中。操作员紧
张之下，对着大钟双手合十拜了拜才继
续工作。等大钟缓缓放下，一阵大风刮
来，雾气瞬间消散，阳光洒满钟体。很多
目击者都能证实，吊钟时确实起了雾。
不管这是巧合还是有别的原因，都为这
口古钟添了几分神秘色彩，也为古城的
历史增添了一段佳话。

为了最大限度地留存铁钟的历史与
时代价值，2020年12月，相关部门为铁钟
加装了坚固的六边形钢化保护罩，并设
立醒目的保护警示标识，时刻提醒人们
珍视和守护这份历史的馈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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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是丙午马年，马是人类最忠实的朋友
之一。在六畜中马居首位，在传统文化中，马的象
征意义也多是正面形象。从考古发现来看，距今
四千年前黄河上游的甘肃地区已经出现了驯化家
马。在此后的历史发展演进中，马已成为人类行
旅代步、农业生产、交通运输、邮驿传递和战争博
弈等方面不可或缺的帮手。下面根据考古出土材
料，来谈一谈与马相关的故事：

千乘嘶鸣

先秦时期，马不仅是交通运输工具，马匹的多
少还代表着一国国力的强弱。文献记载的“千乘
之国”，也不是简单千辆车与千匹马的组合，而是
一个国家军事实力的体现。当时以四马一车为一
乘，驾车的四匹马，中间2匹称“两服”，左右外侧2
匹称“两骖”。《诗经·郑风》中有“两服上襄，两骖雁
行”的诗句。意思是驾车的中间两匹服马抬起头，
两侧的骖马比服马稍后，排列如雁飞之行列。从
诗句描述中能看出四匹马拉车的组合位置。这四
匹马合称“驷”，成语中“驷马难追”的“驷”就源自
这里。

先秦时期，高等级贵族死后大多以车马陪
葬。目前山东地区发现的西周时期级别最高、保
存最完整的车马坑是邹平东安遗址出土的一号车
马坑。一辆车，四匹马，正是一乘。每匹马身上都
配备了青铜马冑、马镳、马衔、络饰、胸辔饰，马尾
上有精美的海贝装饰。出土文物中，銮铃是西周
时期马车上的必备器物，由铃球、铃颈、銎座组成，
它通常安装在车辕或衡木部位，当车马行进时，铃
球碰撞铃腔发声，声效类似鸾鸟鸣叫，用以警示行
人并安抚马匹，具有装饰与实用双重作用。衔和
镳是连在一起配套使用，衔在马口中，镳在口外，
口两边一边一个。镳的末端与牵马的缰绳相连，
目的是控制马行进中的方向，就是我们现在俗称
的“马嚼子”。

当时，战马在作战前都要把尾巴打个结。这
是因为马在战场上快速飞奔时，马尾巴扬起时也
会影响战车里作战人员的视线，耽误战机。同时
尾巴散乱，到处乱飘，也容易缠绕住其他东西。但
马尾巴有实际作用，不能剪掉，因此在上阵前，都
要把马尾打结。《左传》中记载的齐晋鞍之战，就是
因为战前没有把马尾巴打结，而酿成了大祸：鲁成
公二年（公元前589年），晋景公派郤克率八百乘兵
力联合鲁军追击齐师。双方在鞍地（今济南黄冈、
北马鞍山一带）决战。齐顷公轻敌冒进，晋军主帅
郤克虽中箭负伤仍坚持击鼓指挥。晋军士气大
振，齐军崩溃，仓皇东逃，晋军穷追不舍。从现在
济南北边黄冈跑到东边华山，围着华山转了好几
圈就是不算完。给齐侯驾车的逄丑父和齐侯换了
位置，以便不能逃脱时蒙混晋军。可屋漏偏逢连
夜雨，齐侯的车子快到华泉的时候，两旁骖马的尾
巴又被树枝挂住。齐侯的“司机”逄丑父因手臂有
伤，不能下来推车，被晋军的韩厥赶到车前，想俘
虏齐侯。因之前逄丑父与齐侯调换了位置，韩厥
把逄丑父当成齐侯给俘虏了。齐国在这场战争中
失败的因素很多，但在逃跑时，骖马尾巴没打结被
树枝挂住导致车不能行，无疑是致命的。

1978 年，平阴县孝直镇出土的战国时期铜立
马，浑圆劲健，身上还饰有云纹，马尾巴打了结。
济南章丘危山出土的西汉兵马俑中，陶马的尾巴
也打了结。我们熟知的甘肃雷台汉墓出土的铜奔
马，马首高昂，嘶鸣仿佛穿透青铜；躯干饱满，肌肉
线条在静默中蓄积着力量；马尾扬起，如旌旗飘
拂，扬起的马尾也是打结的。马尾打结这种做法
一直持续到唐代还见诸文物，著名的唐太宗陵前
昭陵六骏，也都是束结马尾。

骐骏绝尘

驷马战车虽称雄于先秦时期，但它本身也存
在很多弱点。首先是车体笨重，容易损坏。同时
驾驭困难，御者靠双手执六辔，要专门训练。战场
也只能选择在空旷平坦的原野，遇到山林沼泽等
复杂地形，笨重的战车就无用武之地了。在战斗
中，也常见因车马被林木绊阻而全军乘员皆遭敌
俘获的事例。到战国末期，钢铁兵器的出现和强
弩的使用，也对车战极为不利。加之新兴步兵和
骑兵开始在战场上显示威力，车战日趋衰落。赵
国的赵武灵王意识到这个问题，才有了胡服骑射
的重大改革。

秦汉时期，骑兵作战的时效性和机动进攻转移
速度凸显。单辕驷马战车彻底失去作为军队主力
兵种的地位，退出战争舞台。但中原地区从新石器
时期以来一直以农耕为主，农民并不像北方游牧民
族那样从小就进行骑行训练，其骑射水平当时是低
于北方游牧部落的骑兵。这些问题改观从秦汉开
始，直到魏晋十六国时期才基本完成。改变这种局
面的是当时的马政和新马具的发明改良。

西汉初期，马匹短缺加之中原马匹在体型和
速度上难敌北方游牧部族的战马。为解决这一问
题，汉高祖时建立了严格的马匹牧养和管理制度，
吕后时期更是禁止母马流出，以保护国家军事资
源。汉文帝时期，晁错建议通过“马复令”鼓励民
间养马，以减轻国家养马负担，通过免役政策推动
民间养马之风的复苏。汉景帝时期，实行了“马弩

关”规定，限制马匹规格，扩大边境牧马苑，进一步
扩大军马资源。到汉武帝时，一个宏伟的战略得
以推行：不仅要击退匈奴，更要主动打通西域，引
入良种名马，从根本上改变现状。张骞“凿空西
域”，河西四郡相继设立。他听闻大宛有汗血宝
马，不惜遣贰师将军李广利率军远征，终得宝马
三千。这些来自西域的马，蹄质坚硬耐磨，体型
高大，更善走平稳的“对侧步”，是装备重甲骑兵
的理想选择。

新马具的发明改良主要是指马鞍与马镫。众
所周知，马背呈“两面坡”，尤其是马在奔跑或跳跃
时，人骑在上面连稳定都很难保持，更不用说再挥
动武器或射箭了。所以说骑马离不开鞍具，鞍具
是否完备，直接影响骑马人的舒适度和持久性。
最初并无鞍具，骑手直接骑在马的裸背上。战国
时期开始出现皮质或其他材质的坐垫或软鞍。软
鞍的使用，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骑手胯部与
马背的摩擦，为骑手提供了些许缓冲。两汉时期，
这一类型的软鞍盛行。2006年，青州香山汉墓陪
葬坑中出土的西汉彩绘陶马，马背上绘一块红边
白地的毯状物，在其上放置软鞍，并通过一根红色
腹带固定。东汉末至三国初期，出现了高桥马
鞍。高桥鞍除了能给人稳定的依托，还能减轻马
匹的不适。这种马鞍骨架结构包括前、后鞍桥以
及两块鞍座板，均为木质。鞍下与马背接触面还
有一层软垫，这就是鞯。北朝民歌《木兰辞》中描
述木兰替父从军，“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说
明在北朝时期，鞍鞯的使用已经很普遍了。

马镫是中国最伟大的发明之一，有人甚至说
马镫的发明开启了欧洲中世纪的骑士时代。在没
有马镫的时候，骑马是一件苦差事，当快马疾驰
时，骑手坐在马上，脚是悬空的，只能双脚夹紧马
身，并用手紧抓缰绳，才能防止从马上摔下来。
大约在汉魏时期，开始出现了原始马镫。马镫和
马鞍是相辅相成的，有了马鞍，从马鞍左前方垂
下一根皮条，下端结成圈形套扣，作为上马时蹬
踏之用。因只有一只，又谓之“单镫”。单镫的出
现改变了此前上马时需要按住马背一跃而上的方
式，但单镫还存在一个平衡问题。从考古发现来
看，江苏南京东吴丁奉墓和湖南长沙金盆岭西晋
墓中出土骑兵俑还都是单镫。到了十六国时期，
开始出现了双镫。考古发现的青州体育场墓葬、
北票冯素弗墓等十六国时期墓葬中都出土了双
镫。青州体育场墓葬出土的马镫是铜铸，镫柄上
部有一小孔，小孔以下依次錾刻有三角纹、龙纹，
镫环上錾刻一周忍冬纹。冯素弗墓出土的双镫是
用桑枝揉木为镫后外包鎏金铜片。由单镫发展成
一边一镫，从而进一步解放出骑手的双手，可以
靠双脚控制平衡，在马上完成冲、刺、劈、击等动
作，大大提升了骑兵的战斗力，同时又能有效地
保护骑马人的安全。马镫的发明和使用标志着马
具的完备，对骑兵历史而言具有里程碑意义。

骅骝颂歌

古代的马在人类社会中承担着不可缺少的
功用。驾驭马车的技能练习在周代已上升到贵
族层面。当时贵族教育六艺中的御，就是驾驭马
车的技能。东周时期盛行的大田之礼，是以田猎
形式进行军事演习，兼具军事检阅与法律制定功
能，促进了马戏的诞生。到了汉代，随着对马匹
需求的扩大，与之相应的马术也有了进一步的发
展。以表演为目的的马术运动——马戏也经常
出现在杂技表演和娱乐活动中。从考古发现来
看，最精彩的莫过于沂南北寨画像石墓中的马戏
表演。表演者在两匹四蹄腾空，相向飞奔的骏马
上，一人站立在马背上，手挥长鞭，另一人在马
背上呈倒立状态，手里还拿着兵器，看起来精彩
而又刺激。

唐代承袭汉代传统，注重培育良马，供军事之
需。同时社会开放，歌舞盛行。舞马这一娱乐形
式在唐代风靡一时。唐玄宗时期每逢千秋节庆
典，数百匹身披锦绣、佩戴金银饰物的舞马随《倾
杯乐》起舞，完成衔杯跪拜、登床旋转等高难度动
作，形成“舞马衔杯祝寿”的经典场景。唐代大历
十才子之一的钱起看到此景，曾创作过流传千载
的《千秋节勤政楼下观舞马赋》。出土于西安何
家村金银器窖藏中的鎏金舞马衔杯纹银壶，壶腹
两侧各錾刻一匹鎏金舞马，马匹后腿屈
坐、前腿直立，鬃毛披散颈部系飘带，口
衔酒杯呈跪拜姿态，极尽生动奢华之美。

数千年来，马被赋予了勇往直前、自
强不息、忠心耿耿等多重精神品
格。飞驰的骏马，作为奋发向上的
文化意象，在中华文明中长盛不
衰。无论是在传统文化中，还是在
当下的生活中，马的形象始终散发
着积极向上的力量，激励人们在人
生道路上不断前行。时值丙午马
年，让我们以龙马精神迎接接下来
的每一个挑战，以马的勤
奋与坚持，书写属于自己
的精彩篇章。

考古视野下的中华马文化
■ 刘文涛


